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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采纳与群体采纳：决策过程中的两类建议采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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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苏州 215123)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决策者借助外界的建议通常能够获得更好的决策结果, 但是个体和群体对待建议的态度和行为却不

尽相同。基于已有研究, 阐述了个体和群体在建议采纳过程中的特点并分析了造成二者差异的因素, 主要包括

二者在面对决策任务和外界建议时的不同表现。此外, 根据群体动力理论, 未来研究可以从群体的动力源因素

(凝聚力, 驱动力, 耗散力)来解释和预测群体的建议采纳及其与个体建议采纳的差异, 以期为不同决策情景下

决策人员的合理安排和配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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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决策者经常会主动或者被动地接收到来自外

界的建议, 有效地利用各方建议是提高决策质量

的重要途径(Bonaccio & Dalal, 2006; 孙露莹 等, 

2017; 徐惊蛰, 谢晓非, 2009)。目前, 个体的建议

采纳已经受到了学界的诸多关注, 已有研究分别

从决策者特征(权力地位、情绪状态等)、任务类型

(难易程度、客观或主观等)、建议者特征(专业水

平、知识经验等)、建议方式(直白或者隐晦、公开

或者私密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陈琳 

等 , 2019; 段锦云  等 , 2016; Duan et al., 2018; 

Gino & Moore, 2007; Schultze et al., 2018; Tzioti et 

al., 2014; Xu et al., 2019; 朱月龙 等, 2017), 并发

现了许多有趣且实用的心理学效应, 比如建议的

折扣效应、距离效应等(Kappes et al., 2020; Rader 

et al., 2015; Schultze et al., 2015)。但群体决策在该

领域的应用明显不足,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群体过

程比个体更难控制无关变量的干扰, 实验操作不

便; 另一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当个体收到建议、尤

其是多条建议的时候, 他们基于建议所做出的决

策也可以被看作是群体决策的一种形式 , 显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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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忽略了群体的互动性特征 (Delbecq & van de 

Ven, 1971; 李武 等, 2002; 曾建华, 何贵兵, 2003)。 

由于人们通常对群体决策抱有“人多智广”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的认识, 多人共同

决策也有助于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所以, 

越来越多的政治、企业或者社区等组织逐渐倾向

群体决策的形式(Bonner & Cadman, 2014; Mannes 

et al., 2014; Schulze & Newell, 2016)。而外界建议

作为日常发生的普遍现象和提高决策质量的手段, 

其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差异非常值得探讨。因此,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现有关于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

的研究 , 总结二者建议采纳的差异和影响因素 , 

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不同决策类型的建议采

纳行为, 也提醒人们应谨慎地在群体层面应用或

者推广个体建议采纳的研究成果。同时, 我们认

为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群体动力理论, 考察群体互

动过程中动力源因素的作用和变化, 以便进一步

挖掘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异同, 从而在决策人

员的安排和配置方面, 避免建议带来的决策损失

或增加其收益。 

2  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概念、范式与
测量 

根据决策人数的差异, 决策类型可以分为个

体决策和群体决策。相比于个体的单人自主决策, 

群体决策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个体通过对决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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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信息分享和交流讨论所做出的决定(Kerr & 

Tindale, 2004; Schulze & Newell, 2016)。所以, 从

决策者角度来讲, 个体的建议采纳仅取决于其自

己对建议的态度或看法, 但群体的建议采纳则要

求内部成员对建议的观点达成一致。现有关于个

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研究常采用 JAS 范式(judge- 

advisor system), 即首先向决策者呈现任务并要求

其做出选择或判断(初始决策), 然后呈现与该任

务相关的建议, 要求决策者再一次做出选择或判

断(最终决策), 最后根据建议对比两次决策的变

化以考察决策者的建议采纳(李跃然, 李纾, 2009; 

Rader et al., 2017; Sniezek & Buckley, 1995)。在实

证研究中, 个体需单独在实验间进行以上的流程, 

群体则需其成员同处于一个实验间, 经由彼此之

间的讨论和协商共同完成(Kim et al., 2019)。此外,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 JAS 范式在实际操作中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 比如建议呈现的顺序, 即决策

者既可以先形成自己的初始观点, 然后再接收到

建议(independent-then-revise), 也可以在没有明确

初始观点的情况下直接收到建议(dependent-revise; 

Rader et al., 2015; Yaniv & Choshen-Hillel, 2012); 

再比如决策者和建议者之间的互动, 即决策者和

建议者可以被完全地隔离, 也可以有着不同程度

的沟通(Sniezek & Swol, 2001; 徐惊蛰, 谢晓非, 

2009)。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群体在决策过程中也

涉及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在群体中, 建

议可以是来自于其内部成员, 也可以是来自于外

界他人。本文主要将决策者和建议者作为独立的

两个系统, 即群体内部成员的建议不在论述范围

之内。 

目前, 研究者对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概念

和操纵较为认同, 但是对二者的计算方式存在争

议。Minson 和 Schultze 团队以 JAS 为范式采用量

化估计的决策任务 , 分别对个体和二人组群体

(dyad)建议采纳的计算和预测展开了辩论(Minson 

& Muller, 2012, 2013; Schultze et al., 2013, 2019)。

Minson 和 Mueller (2012)将 (最终决策−初始决

策)/(建议值−初始决策)作为比较二者建议采纳差

异的测量指标, 结果发现个体比群体更容易采纳

建议。但是 Schultze 等(2013)则指出该计算方式并

不合适, 容易带来一定的误解。具体来说, 在缺乏

相对准确信息的情境下, 规范理性原则(normative 

rationality)认为每个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占有均等

的权重(Hogarth, 1978), 所以, 个体的初始决策和

建议值分别占有 50%的权重(1:1), 但是二人组基

于人数的差异, 其初始决策占有约 66.6%的权重, 

而建议则占有约 33.3%的权重(2:1), 即二人组的

建议采纳应为个体建议采纳的三分之二。基于该

假设 , Schultze 等 (2013)重新分析了 Minson 和

Mueller (2012)的实验数据, 以实际中建议所占比

重和理论上建议应占比重的差值来代表建议的折

扣值, 结果发现二人组与个体表现出的建议折扣

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为了进一步准确地预

测群体的建议采纳以及精确地对比个体和群体建

议采纳的差异, Schultze 等(2019)基于二人组建议

采纳的模型提出了群体建议采纳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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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 N 为群体决策的人数, ATind 为同情境下个体

决策的建议采纳系数, 将其除以 0.50 代表个体以

自我为中心的折扣效应。 

对于 Schultze 等 (2013)的质疑 , Minson 和

Mueller (2013)也做出了解释和回应, 首先, 他们

认为群体决策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群体的

初始决策并不是每个成员观点的简单平均或整合, 

比如以往研究发现群体的交流和讨论会产生共同

的想法、情感及认知, 每个成员的观点都会贡献

于群体 , 同时也被群体影响着 , 因此 , 群体决策

应该把成员们看作是相互依赖的整体而非多个独

立个体的组合(Kenny et al., 2002)。此外, 他们对

比了二人组决策者接收到二人组建议者、个体决

策者接收到个体建议者的建议采纳程度(如果人

数是影响建议采纳的标准, 那么当二人组决策者

接收到的建议是来自两位建议者时, 决策者和建

议者所占有的权重应均为 50%, 这与个体决策者

接收到一位建议者的情境一致), 结果发现其比例

(52.9% vs 42.1%)和 Schultze 等(2013)假设(50% vs 

50%)差异显著, 与 2/3 的比例相距更远。然而, 在

现实生活以及许多实证研究中, 决策者并不倾向

对所有观点采用平均的策略。Schultze 等(2019)

的群体建议采纳模型是以同等地看待所有参与到

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或者观点为假设前提, 并且忽

略群体内部的各种互动情况。虽然, 研究者对群

体建议采纳的计算方式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是

Minson 和 Schultze 团队在这一问题上辩论可以促

使我们去思考研究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重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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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显然,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参与的决策人

数, 而人数的差异导致了整个决策过程的变化。

建议采纳作为一个社会行为, 群体内部的动态性

和多变性均有可能影响到其随后的建议采纳, 所

以我们不能将群体决策看作是成员观点的机械输

入和平均整合, 忽略群体的互动过程, 而是应该

基于群体的特点去挖掘其决策过程中的优势和短

板, 通过厘清个体和群体表现在心理与行为方面

的差异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利用建议、发挥建议

的价值。 

3  个体与群体建议采纳影响因素的对
比分析 

以往个体建议采纳的研究表明, 决策过程中

各个阶段均可能存在影响个体是否采纳建议以及

如何采纳建议的因素, 因此, 我们将主要阐述个

体和群体在决策过程中多个阶段的具体表现以及

其对二者建议采纳的影响, 包括在决策任务方面, 

决策者对任务是否具有初始决策及对初始决策的

信心; 在外界建议方面, 决策者对建议的主观评

价和建议质量的客观反馈。 

3.1  初始决策  

决策者在接收建议前是否对任务已经形成

了初始观点是影响其随后采纳建议的因素之一

(Bonaccio & Dalal, 2006; Koehler & Beauregard, 

2006; Sniezek & Buckley, 1995)。根据参与决策的

人数, 个体和群体在该阶段即接收建议前可能出

现的情况存在差异, 具体来说, 个体有两种情况, 

分别是“有初始决策”和“无初始决策”, 但群体则

涉及其每个成员和整个群体两个方面, 在个体层

面, 每个成员是否具有独立的初始观点; 在整体

层面, 群体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初始决策。因此, 

群体至少包括 4 种情况, 分别是“成员有独立的初

始观点—群体有初始决策”、“成员无独立的初始

观点—群体有初始决策”、“成员有独立的初始观

点—群体无初始决策”, “成员无独立的初始观点—

群体无初始决策”。 

研究表明, 以上不同的初始决策条件对个体

和群体的建议采纳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首先 , 

对于个体决策 , 有研究发现无初始决策的个体

对建议的采纳程度显著高于有初始决策的个体

(Koehler & Beauregard, 2006; Yaniv & Choshen- 

Hillel, 2012)。然而, Rader 等(2015)却发现了相反

的结果, 即相比于无初始决策的个体, 有初始决

策的个体更容易采纳建议并且最终决策的质量也

更高。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所使用的建

议类型有关, 以数值类建议为例, 当采用建议库

里位于中位数左右的建议时, 无初始决策个体的

采纳率容易低于有初始决策的个体, 然而, 面对

极端建议时, 无初始决策个体的采纳率容易高于

有初始决策的个体(Hütter & Fiedler, 2019; Schultze 

et al., 2017; Simmons et al., 2010), 但无论采用何

种建议, 有/无初始决策对个体的建议采纳均具有

显著的影响。其次, 对于群体决策, 尚未有研究考

察无初始决策条件下群体的建议采纳行为, 因此, 

我们主要探讨有初始决策的条件下, 成员的独立

观点对群体建议采纳的影响。Schultze 等(2019)

的研究发现每个成员是否具有独立观点对群体的

建议采纳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成员在有独立观点

的条件下初始决策的准确率要高于成员无独立观

点的条件。此外, 无论成员是否具有独立的观点, 

群体均比个体更倾向于拒绝建议。这说明群体可

能并没有意识到成员独立观点对决策质量的重要

作用, 即成员的独立观点会提高群体的初始决策, 

但是群体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对建议的采纳行

为。Minson 等(2018)的研究也发现, 虽然成员间

的沟通和互动有助于提高决策结果的质量, 但成

员无独立观点时的讨论会降低群体决策的准确率, 

甚至低于同数量个体决策的平均值。这可能是由

于群体讨论的优势在于分享并获得更多的信息和

观点, 以避免较大的决策偏差, 但是当群体成员

对决策任务还没有形成各自的观点时, 他们在讨

论中便很难独立地、有效地搜寻到相关的线索 , 

成员间容易互相影响, 从而降低了决策结果的质

量(Minson et al., 2011; Stern et al., 2017)。以上研

究表明, 个体决策中是否形成初始决策影响了其

随后的建议采纳, 而群体决策中成员是否具有独

立观点仅影响了群体初始决策的准确率, 对群体

的建议采纳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建议采纳的领

域中, 由于较少有研究基于初始决策的阶段探讨

群体的建议采纳, 因此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

验证和补充。 

3.2  对初始决策的信心 

在形成初始决策后, 决策者对初始决策的信

心也会作用于建议采纳, 即决策者对初始决策的

信心越高越会认为自己能够做出较好的决策,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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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阻碍了他们对问题进一步的探索性行为, 表现

为拒绝外界的建议; 相反, 当决策者对初始决策

的信心较低时, 他们更倾向于借助外界的建议来

提高决策结果的质量(Gino & Moore, 2007; Goncalo 

et al., 2010)。目前, 对个体初始决策信心的测量比

较简便和直接, 而对群体初始决策信心的测量大

多采用每个成员对群体初始决策信心的平均值

(Kim et al., 2019; Minson & Muller, 2012)。 

研究表明, 个体和群体对其初始决策有着不

同的信心程度, 并且该不同也造成了二者建议采

纳的差异。有研究发现, 群体认为多人共同决策

在各个方面可获得的线索或者资源都要胜于个体, 

因此相比于个体, 群体对其初始决策的信心更强, 

导致群体对建议的采纳率比个体更低(Minson & 

Muller, 2012, 2013; Schultze et al., 2019)。然而, 也

有研究发现群体对初始决策的信心显著低于个体, 

比个体更容易采纳建议(Kim et al., 2019)。以上不

一致的现象可能与初始决策中群体成员的沟通有

关, 群体成员既能产生多个观点, 那么互动时也

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具体来说, 群体决

策是社会互动的过程 , 相比于个体的独立决策 , 

群体经常需要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和讨论, 而这一

过程可能是顺利达成的、也可能是充满矛盾的

(Minson et al., 2011; Minson et al., 2018), 当群体

成员擅于合作或者对任务的判断均较为相似时 , 

他们对初始决策的信心可能会变得非常强, 甚至

会出现过度自信; 相反, 当群体成员对任务的判

断或者观点存在较多冲突时, 他们的信心也会大

幅度地下降, 从而不能准确地评估其初始决策的

质量, 较为依赖外界的建议(McGarty et al., 1993; 

Smith et al., 2001)。比如 Kim 等人(2019)发现, 当

群体成员内部一致性较高时, 群体对初始决策的

信心会高于个体, 对外界建议的采纳率显著低于

个体; 但当群体成员对初始决策的争议较大即内

部一致性较低时, 群体对初始决策的信心会低于

个体, 对外界建议的采纳率则显著高于个体。这

说明, 当研究者以个体和群体对初始决策的信心

来预测二者建议采纳的差异时, 应该考虑到群体

互动的情况, 这也体现了群体决策不同于个体决

策的特点。 

3.3  对建议的评价和反馈 

上述内容围绕着初始决策讨论了个体和群体

建议采纳行为的差异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然而, 

外界的建议并不总是有效的、稳定的, 决策者采

纳好的建议才会得到准确的结果, 因此能否分辨

建议的质量从而有选择性地采纳建议是提高决策

结果的关键(Harvey et al., 2000)。研究发现, 个体

和群体对建议质量的评估可能存在差异, 从而造

成了二者建议采纳的差异, 表现为群体对高质量

建议的采纳率明显高于低质量建议, 而个体对高/

低质量建议的采纳率则没有差异(Kim et al., 2019; 

Mannes et al., 2011)。这可能是由于群体对建议的

评价比个体更为严格, 也比个体更容易甄别出极

端的建议, 导致群体对质量较差的建议的采纳率

明显低于个体。根据建议的距离效应, 决策者认为

与自己观点差异较大的建议的质量较低, 因此对

这一类建议的采纳率也较低(Yaniv, 2004; Schultze 

et al., 2015), 由于群体通常能够比个体产生更多

的观点和想法, 所以当二者将其观点与建议进行

对比时, 群体的判断范围更广, 更能辨别建议是

否属于极端值, 即成员的多个观点可以有效地帮

助群体拒绝极端建议。尤其是在量化的估计任务

中, 大多数意见总是可以排除少数意见(Smith et 

al., 2001; Stern et al., 2017)。为了验证该假设, Kim

等人(2019)考察了群体的建议权重和建议距离的

相关关系, 如果群体对建议质量的分辨是基于建

议与其初始决策的差异, 那么当这类差异越大时, 

建议权重越小, 结果发现, 群体确实会以此差异

来拒绝极端的建议值(Minson et al., 2018)。这说明, 

相比于个体, 群体对建议质量的辨别能力可能更

强, 更能够区分出建议的优劣, 而这造成了个体

和群体表现出不同的建议采纳行为。 

除了对建议质量的主观评价外, 建议质量的

客观反馈也会对决策者的建议采纳产生影响。当

决策者接收到建议质量的反馈时, 他们会基于该

反馈而反思之前对建议的判断, 从而调整接下来

对其他建议的评估和采纳(Kim et al., 2019; Stewart 

et al., 2012; Yaniv & Kleinberger, 2000)。研究发现, 

当建议质量不稳定的时候, 有无建议反馈影响了

个体和群体对建议的采纳行为, 虽然个体和群体

在有反馈条件下的建议采纳率均要显著低于无反

馈条件, 但有/无反馈对个体建议采纳的影响更大, 

并且在无反馈的情况下, 个体比群体更容易采纳

建议; 在有反馈的情况下, 个体和群体的建议采

纳没有显著差异(Kim et al., 2019)。原因可能是, 

当个体和群体意识到建议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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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反馈提高了他们对建议的警惕性和辨别标

准, 因此他们不会随意地采纳建议。但是群体基

于其成员的交流和讨论会对建议的评价更加理智

和准确, 导致群体对建议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反馈

之间的差异可能要小于个体, 所以建议反馈对群

体建议采纳的影响要弱于个体。此外, 研究还发现

个体对第一条建议的反馈具有刻板印象, 即如果个

体发现第一条建议的准确率很低, 那么在随后试

次中他们便不太会采纳其他的建议, 而群体则没

有表现出类似的现象(Kim et al., 2019; Zaleskiewicz 

& Gasiorowska, 2018)。这说明相比于个体, 建议

反馈对群体建议采纳的影响较小, 并且群体成员

的交流与互动也能够有效地防止或者纠正对建议

反馈的第一印象偏差。 

4  群体动力理论视角下的建议采纳行
为机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可以发现, 个体

和群体建议采纳的差异会受到决策过程中多个阶

段因素的影响, 以上阐述主要是基于二者在面对

决策任务和外界建议时的表现。事实上, 个体和

群体建议采纳的差异大多都源自于群体内部的互

动, 如前文所提及的对初始决策的信心、对建议

的评价等, 群体在这些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其成员

间互动的结果, 即相比于个体, 群体内部存在一

个动力系统, 所以个体和群体在同样的决策条件

下对建议表现出不同的采纳行为可能是源自于群

体内部动力系统的变化。因此, 我们将以群体动

力理论为视角来尝试解释群体有别于个体建议采

纳的潜在机制。群体动力理论 (group dynamics 

theory; Lewin, 1947)借用了物理学中的“场”概念, 

认为群体成员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整体, 

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构成了群体的动力系统 , 

并且从动态和系统的观点揭示了群体行为的动力

来源——凝聚力、驱动力和耗散力。由于群体的

建议采纳既源自于群体互动, 也受制于群体互动, 

我们推测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差异可以追溯到

群体过程的动力源因素。 

4.1  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cohesive force)指群体对其成员

的吸引及成员之间相互吸引, 是保持群体稳定的

动力因素。成员基于其所属群体会产生社会认同

感, 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Jans et al., 2015)。

在决策情境中, 适当的凝聚力可以提高群体互动

的效率和质量, 有利于群体获得更好的决策结果, 

但是过高的凝聚力可能会让群体过度地寻求其内

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表现为把更多的注意放在

如何维系、调节群体的关系, 而不是如何更好地

完成任务(Aurelia & Michael, 2010; 崔志林, 2019; 

Effron & Knowles, 2015; Waytz & Liane, 2016)。 

当群体在决策过程中接收到与其观点不同的

建议时, 凝聚力可能会引导群体通过拒绝外界的

建议来保持其内部的一致性, 特别是在群体已经

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比如有/无初始决策, 如果群

体事先对任务已经做出了初始决策, 那么成员对

初始决策的认同可能会提高群体的凝聚力, 此时, 

外界的建议便增加了决策情境的不确定性, 导致

群体更容易将建议视为对其已有观点的一种挑战

或者威胁, 所以他们可能为了维持群体当下的状

态而拒绝外界的建议。有研究发现高凝聚力的群

体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态度更加谨慎和保守, 群

体对内部观点的认同造成了群体对外界观点的判

断抱有偏见(Effron & Knowles, 2015; Kane et al., 

2005; Postmes et al., 2001)。同时, 群体的凝聚力

越强, 其对决策结果的信心可能越高, 从而影响

了群体的建议采纳行为, 比如研究发现群体比个

体的决策信心更强, 并且比个体的建议采纳率更

低(Minson & Muller, 2012, 2013; Schultze et al., 

2019), 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群体凝聚力发挥了作

用。此外, 凝聚力既可以指向人际情感也可以指

向完成任务, 表现为人际吸引的凝聚力可能会阻

碍群体对建议的分析和评价, 而表现为追求卓越

目标或者维护群体荣誉的凝聚力则可能会使得群

体更加关注建议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较为客观和

理性地对待外界建议(毕鹏程, 席酉民, 2002)。 

4.2  驱动力 

群体驱动力(driving force)指推动群体持续发

展、发挥群体效用的动力因素, 来自于群体成员

的能力和意志努力。相比于个体, 群体互动能够

带来群体的驱动力, 比如成员和成员之间可以互

相鼓励, 互相启发。在决策情境中, 驱动力激发了

群体想要达成目标的愿望, 促使成员积极地参与

决策并且付出更多的努力。研究发现, 群体驱动

力越强时, 成员在互动时的表现越为主动, 增强

了沟通的有效性, 提高了群体决策的质量(Nijstad 

& de Dreu, 2012; Scholte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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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过程中出现外界的建议时, 驱动力可

能也会影响群体对建议的采纳行为。首先, 在信

息的收集方面, 驱动力促进了群体对信息的搜索

和分享, 有研究通过操纵群体的动机因素诱发了

群体以信息为驱动的交互模式(information-driven 

interaction), 表现为群体成员愿意表达和交换更

多的信息和观点(Emich, 2012; Super et al., 2016), 

而成员的多元观点是群体衡量建议质量的标准 , 

即相比于个体, 群体会以成员观点为评价范围去

判断建议是否合理, 并决定是否采纳建议(Kim et 

al., 2019; Minson et al., 2018); 其次, 在信息的加

工方面, 以信息交互为导向的驱动力使得群体更

倾向对信息进行分析性和系统性的加工(systemic 

processing), 而非启发式的加工(heuristic processing) 

(Scholten et al., 2007), 如前文中个体对第一条建

议反馈的印象偏差就属于启发式加工, 群体则可

以通过系统性的信息加工来有效地避免该偏差

(Kim et al., 2019; Zaleskiewicz & Gasiorowska, 

2018)。所以, 驱动力至少可能会从信息收集的广

度和信息加工的深度这两个方面来影响群体对建

议的判断和采纳, 从而造成了个体和群体表现在

建议采纳行为上的差异。 

4.3  耗散力 

群体耗散力(dissipative force)指破坏群体稳

定、损害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群体效用的

动力因素。在决策情境中, 耗散力干扰了群体成

员的认知能力和情绪状态, 主要表现为, 在认知

能力方面 , 耗散力分散了群体成员的注意资源 , 

增加了成员的认知负荷, 导致信息加工出现偏差; 

在情绪状态方面, 耗散力提高了群体成员的压力

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de Wit et al., 2012; Desivilya 

& Yagil, 2005)。当决策过程中出现外界的建议时, 

耗散力所带来的认知负荷和负面情绪干扰了群体

对决策任务和建议内容的评估, 导致群体可能随

意地采纳或者拒绝建议。比如前文中群体冲突 , 

包括群体在观点、目标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分歧, 

过高的群体冲突极大地降低了群体成员对其内部

一致性的感受, 也降低了群体对决策结果的信心, 

不利于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致使群体比个体

更容易采纳外界的建议(Kim et al., 2019)。这说明

耗散力损害了群体的互动过程, 当群体互动的不

稳定性越高时, 群体更有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

响。所以, 当决策情境容易诱发群体的耗散力时, 

群体的决策过程就会受到影响(Minson et al., 2018), 

但相比之下, 个体则不会出现基于人数及其互动

而产生的耗散力 , 因此 , 在同样的决策情境下 , 

二者的建议采纳行为可能会因群体的耗散力而表

现出差异。 

在建议采纳的研究中, 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

的根本区别是参与决策的人数, 由决策人数带来

的群体互动是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产生差异的核

心来源。相比于个体决策, 群体互动过程中的凝

聚力、驱动力和耗散力三者相互作用、抗衡并彼

此消化、转化, 所以, 理解了群体内部各个动力因

素的作用, 无论决策情境的条件如何变化, 比如

何种决策流程、何种任务类型、何种建议类型等, 

我们都可以从群体动力的角度解释和预测群体的

建议采纳以及其与个体建议采纳的差异。此外 , 

也可以通过诱发、调节群体的这三个动力因素 , 

引导群体更加有效地利用外界建议, 实现群体决

策的优势。 

5  结语与展望 

目前, 个体建议采纳的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成

熟, 但群体建议采纳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急

需开发出系统的、科学的过程方法和测量指标 , 

提出并完善相关的理论框架。虽然以往用于考察

个体建议采纳的变量也能够重复放置于群体层面, 

但是考虑到群体不同于个体的特点, 结合群体动

力学理论,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群体组成和互动方

式等对群体建议采纳的影响, 即设置何种类型的

群体以及采用何种互动的规则, 能让群体内部保

持一个良好的动态系统, 以便发挥建议在群体决

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图 1)。 

(1)群体组成与建议采纳 

群体组成包括群体的客观组成和社会性组

成。群体规模属于群体的客观组成条件, 已有研

究选取的群体样本大约为 2~3 人, 然而有研究表

明群体对决策结果的信心会随着其人数的增加而

增加(Kerr & Tindale, 2004; Zarnoth & Sniezek, 

1997), 参与决策人数的增加为群体带来了更多的

可用资源和观点, 有利于群体对决策任务和外界

建议的判断。但是, 随着群体人数的增加, 成员对

情感凝聚的需求有时会超越对完成任务的需求 , 

即群体的人数越多, 其情感凝聚力的作用可能越

大 , 对外界观点的排斥也越强(毕鹏程 , 席酉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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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群体动力理论视角下的决策现象 
 

2002)。并且, 过多的群体成员也使得其沟通和交

流的成本变高, 群体内部容易出现更多的耗散力, 

不利于群体对任务和相关信息的加工。同时, 群

体人数的增加也造成了决策责任的分散, 成员之

间可能出现从众或者顺应的现象, 降低了群体的

驱动力, 影响了群体对建议的评估和判断。这说

明, 群体决策并不一定是人数越多决策质量就越

高, 尤其是当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界因素即

建议影响的时候, 由人数所带来的群体内部动力

系统的变化有可能导致群体不能有效地将群体观

点和外界建议进行整合, 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索群体组成的最佳人数区间。 

除客观条件外 , 群体还具有社会性的特征 , 

如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个体建议采纳的研究表

明, 高权力个体对建议质量的要求更高, 更不容

易采纳外界的建议(de Wit et al., 2017; See et al., 

2011; Tost et al., 2012), 而由同等权力阶层组成的

群体能否缓解这一现象, 还是会对建议表现出更

强的拒绝倾向也值得探讨。特别是, 群体成员间

也可能存在权力和地位的差异, 比如当群体内部

出现较为明显的权级架构时, 其交流和讨论就会

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方博弈, 容易形成以某

位或者某些成员为中心的权威效应, 增加了群体

互动的耗散力(崔志林, 2019)。 

(2)群体互动方式与建议采纳 

互动的方式可能也会影响群体对建议的评价

和采纳。比如面对面交换的信息与计算机所传输

的信息可能具有量与质的差异。传统的观念认为

面对面的交流会增强互动的有效性, 促进彼此之

间的理解, 从而使得群体能够快速地对建议达成

一致的观点。但事实上, 有研究发现当以计算机

为沟通媒介时, 群体产生了更多的有效观点和创

新观点, “电子头脑风暴”的方式让群体成员在互

动时感受到了更多的平等性, 提高了群体的驱动

力, 避免了他人评价的恐惧, 降低了群体的耗散

力(Armstrong, 2006; 郑全全, 李宏, 2003)。所以, 

成员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可能会因从众压力等因素

而接受或者拒绝建议, 但是线上的互动可能会促

进他们对建议的讨论和分析。此外, 未来研究也

可以考察互动的氛围或者规则, 比如公平性、公

开性等等。 

(3)群体决策的其他现象 

研究发现, 个体为自己做决策和为他人或者

预期他人做决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刘翠翠 

等, 2013; 刘永芳 等, 2014), 该自我−他人决策现

象能够为个体和群体的建议采纳研究提供相关的

参考, 即相比于个体的自我决策, 当个体处于群

体中为更大的集体做决策时, 对外界建议的态度

和行为有何变化以及其作用机制。比如, 自我和

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影响了个体在自我决策与为

他人决策时的结果差异(Trope & Liberman, 2010; 

徐惊蛰, 谢晓非, 2011)。在群体决策中, 个体层面

的自我−他人心理距离可以表现为群体内成员之

间的熟悉性、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等, 从而转变

为影响群体建议采纳的动力或者阻力因素。同时, 

决策情境也会对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产生影响 , 

如得益/损失决策情境(段婧 等, 2012; Stone et al., 

2013), 这启示未来研究在探讨个体和群体的建议

采纳时, 应该考虑到决策情景或者决策任务的具

体条件。此外, 个体对自我决策和群体决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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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归因和责任分配可能不同, 研究发现预期内疚

和后悔影响了自我−他人的决策(Kray, 2000; Stone 

et al., 2002), 因此, 与决策结果相关的因素可能

也会造成个体和群体建议采纳的差异。 

最后 , 群体决策过程中不仅包含建议采纳 , 

还有许多其他的群体现象都可以用群体动力理论

来尝试探索和解释, 比如“群体思维(group think)”, 

即群体过度地寻求一致性的现象, 凝聚力越强的

群体, 成员对成员、成员对群体之间的吸引力越

大, 越倾向于寻找统一的行为标准或者规范, 由

此可能表现出更明显的群体思维, 导致群体决策

的偏差(毕鹏程 , 席酉民 , 2002; Kerr & Tindale, 

2004), 所以, 从凝聚力的角度来讲, 未来研究可

以通过引导群体以目标为导向的互动模式, 削弱

成员之间偏向人际关系的凝聚力, 从而避免群体

思维 ; 再比如群体的 “共享信息偏差 ” (shared 

information bias), 即成员在互动时对共有信息的

讨论多于对独有信息的讨论, 彼此之间不愿意分

享自己的独有信息, 群体的互动不够充分和有效, 

对决策结果造成损失(陈婷, 孙晓敏, 2016; Scholten 

et al., 2007; Toma et al., 2013)。这可能是由于群体

内部驱动力较少, 耗散力较多, 如成员的责任分

散、成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冲突等。所

以,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问责或奖赏制度来调节群

体内部的动力系统, 将耗散力转变为驱动力 , 帮

助提高群体的互动效率。综上, 群体动力理论可

能为群体决策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未来研究可

以基于该理论进一步探讨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

行为表现, 包括建议采纳和其他有价值的群体现

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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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vs groups: Advice-t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REN Xiaoyun1, DUAN Jinyun2, FENG Chengzhi1 
(1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External advice is often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cision 

outcomes. Howe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ice-taking performa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above issue includ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initial opinion, the confidence for the initial decision,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towards advice, 

and the objective feedback of advice. Furthermore, based on group dynamics theory, the dynamic system 

comprises cohesive, driving, and dissipative forces. Thus, future studies may explain and predict group 

advice-taking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se dynamic factor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arrangement and placement of decision-maker in various situations.  

Key words: decision making, individual advice taking, group advice-taking, group dynamic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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